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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考古学研究 

刘德凯
1
 

（早稻田大学 文学研究科 日本 东京 162-8644） 

【摘 要】：利用考古学基本的方法论，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制作、流通、使用和埋葬这一动态过程。

该类带具发轫于北方草原，西汉中期汉帝国开始制作，并逐渐采用了西亚的焊接技术。出于羁縻的目的，西汉时期

专门将该类带具分配给边郡统治层。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演变为用于随葬和祭祀

的礼制器物。 

【关键词】：汉晋 马蹄形带具 金工制品 生产流通 

【中图分类号】：K876.4【文献标识码】：Ａ 

马蹄形带具是流行于汉晋时期的一种腰带部件，平面形状为一端呈弧形，另一端为方形的马蹄形，散见于中国和朝鲜半岛

北部。汉民族使用的一般仅有带扣，游牧民族使用的由带扣、带头和带銙构成，本文统称为马蹄形带具。材质以金银为主，也

有少量鎏金铜和玉制品，饰以龙纹、虎纹和动物纹等纹样。本文立足于考古资料，系统梳理马蹄形带具的纹样和形态等特征，

分析其历史背景和嬗变的意义所在。 

一、中日朝的研究概况 

民国时期流落海外的马蹄形带具，多辗转藏于各类博物馆。最早经科学考古发掘的资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晋宁石寨

山 7号墓出土的带具，迄今至少有 29例资料被公布。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收藏或发掘机构正式公布的遗物资料，其中出土品

20例，海内外博物馆收藏品 9例。 

以考古学视角对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国内以孙机为主。孙机将该类带具称作带鐍、金带扣和银带扣等，

并对制作地和制作技术进行了相应探讨[1]。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了马蹄形带具与组玉佩等，韦正认为该例是西晋时期官僚以朝服

入殓埋葬的具体事例[2]。谭盼盼等对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例进行了自然科学上的分析，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谱仪

（SEM-EDS）等手段对带具不同部位的含金量进行检测，并还原了制作时的焊接技术[3]。 

日本学界的研究先驱是町田章，其基于马蹄形带具的形状和典型的制作技术，将之称为“马蹄形打出铰具”，认为这是匈

奴动物纹牌饰和汉民族革带融合的产物。町田认为，朝鲜平壤汉墓的出土例，应是由西汉中央政府给予乐浪郡官僚豪族的威信

象征物[4]，这一观点对后来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志贺和子在町田章的研究基础上，详细分析了 8件马蹄形带具的形制和历史背

景，进一步认为这类带具是汉帝国将周边地区纳入势力范围后专门赋予统治层的器物，并逐渐渗入帝国内部的舆服等级制度中
[5]
。

藤井和夫针对焊接等制作工艺，进行了尤为翔实的复原探讨，并指出马蹄形带具是西亚的金属工艺与汉王朝的龙纹相结合的产

物[6]。近年来的研究者以大谷育惠为代表，其认为施以飞马纹的马蹄形带具，带状分布于北纬 50°以北的欧亚大陆，反映了各

地域间的联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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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成果，作为出土地的朝鲜以发掘报告和遗物图鉴为主。韩国主要围绕其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的平壤石

岩里 9号墓出土例进行探讨，例如鲁禔玹等利用荧光 X射线等分析手段对该例进行检测，分析了带具各部位的金属成分含量[37]。 

先行研究关于马蹄形带具的年代和金属工艺等做了较多的探讨，尤其是志贺和子对照文献记载，细致地考证了中国周边地

区所出土 8 例带具的具体年代和历史背景。诸如此类的研究各有侧重，且可供使用的资料十分有限。因此本文的思路是基于不

断增加的带具资料，利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通过厘清马蹄形带具的纹样、金属工艺等特征，管窥该类遗物的历史背景。 

 

图一//AⅠ型带具 

1.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例 2.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1)(M7︰72)3.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2)4.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3)(2002.201.187) 

二、类型分析 

马蹄形带具作为施以纹样的金工制品，最能反映遗物特征的要素是制作技术、纹样题材和材质。据此将之分为四个型式（表

二）。 

A型采用锤揲工艺打制凸出于金属表面的纹样，未使用焊接技术。根据纹样题材分为两式。 

Ⅰ式纹样题材为北山羊或虎纹，以银制品为主。包括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例、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1)(M7︰72）、石寨山 7

号墓例(2)、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3)（馆藏编号 2002.201.187）。 

平壤贞柏洞 37号墓例为银片上打出虎纹，躯干上有鎏金痕迹（图一︰1)[38]。晋宁石寨山 7号墓例(1)在 1959年发掘报告中

被称作“银错金带扣”，即错金的银制品。银片周缘内折，并等距留有 15个穿孔，用来将其固定在带鞓上，弧形端用针状金属

轴固定扣舌。虎纹朝左，右前肢持有树状纹样（图一︰2)[39]。石寨山 7号墓例(2)的虎纹朝右，左前肢持有树状纹样（图一︰3)[40]。

该例并不见于发掘报告中，但是 1998 年《晋宁石寨山》揭载的带具图片与上述出土例(1)迥然有别，因此本文暂将其作为不同

的出土例处理，并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3)是从金片后面锤揲出北山羊的形象，金片表面使用錾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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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北山羊的角和体毛等细节（图一︰4）。 

Ⅱ式纹样题材以蟠龙纹为主，多为金制品。蟠龙纹的特征是头部扁平，部分躯干隐没于云纹后。包括云南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YC︰219）、平壤贞柏洞 92号墓例、平壤贞柏洞 2号墓例、平壤石岩里 219 号墓例、美国大都

会博物馆藏例(1)（馆藏编号 2002.201.185）、大都会博物馆藏例(2)（馆藏编号2002.201.186）等。 

广南牡宜遗址4号墓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黑支果乡，出土的马蹄形带具用锤揲工艺打出蟠龙纹（图二︰1）。

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和牡宜遗址 4号墓例相差无几，龙的躯干扭曲，尾巴在尾端分叉，形如翼手目动物的翅膀（图二︰2)[41]。

平壤贞柏洞 92号墓例的左下角残损，前端有锤揲打出的云气纹并镶嵌 2颗玉石，后端有一骑乘姿势的人形纹样（图二︰3)[42]。

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例的周缘打出有粟粒状的点纹，龙纹头部下面有小型兽纹，张口位置安装了活舌的根部。右端有骑乘状的人

形纹样，头朝右匍匐在龙纹躯干之上（图二︰4)[43]。平壤石岩里 219 号墓出土 2例，如志贺和子所指出的那样，《朝鲜古文化综

鉴》第 3卷记载了 1例，发掘报告记载了 2例，其中 1例未公布图片（图二︰5)[44]。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1)的纹样的细节

錾刻较为绵密，周缘錾刻有杉叶文（图二︰6），所藏例(2)和前例类似，左上角留有铁锈（图二︰7）。 

 

图二//AⅡ型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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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 2.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YC︰219)3.平壤贞柏洞 92 号墓例 4.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例 5.平壤石岩

里 219 号墓例 6.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1)(2002.201.185)7.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2)(2002.201.186) 

B 型兼有锤揲和焊接工艺，纹样构图以走龙纹为主，金质。根据龙纹躯干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焊接一排金珠象征龙纹躯干。根据金片周缘的装饰分为两式。 

Ⅰ式金片周缘焊接连续的Ω形金线。包括平壤石岩里 9号墓例、天水市博物馆所藏例等。9 

平壤石岩里 9号墓出土例，金片厚约 0.3～0.7毫米。锤揲工艺打制出龙纹，龙纹躯干焊接一串金珠，金珠直径为 0.3～1.6

毫米（图三︰1)[45]。天水市博物馆所藏例是 1975 年群众捐赠给天水市文化馆的收藏品，后移交至市博物馆。该例部分残损，和

平壤石岩里 9号墓例的纹样配置、尺寸等相同，不排除同工品的可能。 

Ⅱ式金片周缘焊接连续的菱形框，用来镶嵌玉石。包括大连营城子 76号汉墓例（2003M76︰24）、日本滋贺县美秀博物馆藏

例、安徽寿县寿春刘延墓例（编号 003383,Z︰579）和湖南安乡刘弘墓例（标本 11）（图三︰2)
[46]
。 

大连营城子 76 号汉墓，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工业园区，发掘于 2003 年。出土的马蹄形带具由扣舌、圆环和金属片

构成，扣舌呈楔形，根部中空用来穿过扣舌环[47]。以锤揲技法打制出凸起的龙纹，金片背面有规则的加工痕迹。日本美秀博物

馆藏例立体表现出的龙纹头部，焊接大量的金珠和金线。安徽寿春刘延墓例的扣舌残缺，带扣中央留有圆形框，原应镶嵌有玉

石。 

Bb 型未采用焊接金珠的方式表现龙纹躯干。包括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个人藏例、PierreUldry 藏例[48]。 

 

图三//B 型带具 

1.BaⅠ型（平壤石岩里 9号墓例）2.BaⅡ型（安乡刘弘墓例标本 11)3.Bb 型（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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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C 型带具 

1.洛阳夹马营 C3M15 东汉墓例（M15︰2)2.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例 3.上海博物馆所藏例 

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采集于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垯墓地，带扣的外缘用两根逆时针扭成的金线围成边框，边框内用金线焊接

出连续的Ω形纹样。金片打制出凸起的 8条龙纹，镶嵌较多水滴状玉石（图三︰3)[49]。 

C型玉质，浮雕有龙纹等纹样。包括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 C3M15 墓例（M15︰2）、上海博物馆藏例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例。 

洛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马蹄形带具的扣舌残缺，前端有新月形穿孔和用来安装扣舌的凹槽。表面浮雕龙纹，背面平整，

共有 9 处穿孔用来将其固定在带鞓上（图四︰1)[50]。上海博物馆所藏例的背面两侧刻有铭文，分别为“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

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和“庚午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51]。孙机认为该例为晋式带具的带

头（图四︰3)
[52]

，该观点也被藤井康隆所继承
[53]
。由于一端残缺导致完整形制不详，本文暂将其归为马蹄形带具的范畴。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例浮雕多条龙纹，后端中部浮雕有乌龟（图四︰2)[54]。 

D型锤揲打出动物纹，材质为包金铁芯或鎏金青铜。包括吉林省榆树市老河深 105 墓例（105︰16-1、2）、56号墓例（56︰

3、37）、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例（图五︰3—5)[55]、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例（图五︰6、7)[56]、和林格尔县另皮窖村墓例（图五

︰8、9)[57]、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4)（馆藏编号24.174.6、7）（图五︰10、11）。 

以老河深 105 墓出土品为例，材质为鎏金青铜，由带扣、带头和带銙构成，平面形状均为马蹄形。带扣和带头均为锤揲工

艺打出的有翼兽纹，从四肢推测应为偶蹄科动物的马，但是吻部有独角（图五︰1、2)
[58]
。 

三、编年分析 

基于上述型式分类，可以把握各类带具的基本特征，并确定相对的制作年代。作为易磨损的金属制部件，马蹄形带具从制

作到废弃（埋葬）的过程应该较为短暂。因此通过墓葬和伴出遗物的年代，可以推测大致的绝对年代（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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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的变化方向，是纹样题材从Ⅰ式草原动物的北山羊纹和虎纹，演变成Ⅱ式汉文化抽象的蟠龙纹。Ⅰ式中的平壤贞柏洞

37号墓为异椁异棺墓，北部边箱出土了马蹄形带具、日光镜、昭明镜和“地节四年”（公元前 66年）纪年铭的漆器。晋宁石寨

山 7 号墓为土圹墓，除带具外还出土有日光镜，该墓的形制和旁边出土“滇王之印”的 6 号墓相似。Ⅱ式中的平壤贞柏洞 2 号

墓为同椁异棺的木椁墓，椁箱出土有银质“高常贤印”、白铜质“夫租长印”、日光镜、昭明镜和“永始三年”（公元前 14年）

纪年铭的黑漆柄。因此推测Ⅰ式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武帝—宣帝），Ⅱ式年代为相对较晚的西汉晚期（元帝—哀帝）。 

Ba 型的变化方向是带具周缘焊接的装饰物，从Ⅰ式的Ω形金线演变成Ⅱ式的菱形框。Ⅰ式的Ω形金线盛行于西汉中晚期，

例如南昌海昏侯墓便出土了大量焊接Ω形金线的马蹄金和麟趾金[59]。平壤石岩里 9号墓例为近方形的木椁墓，墓室中部出土了

带具、剑、“长宜子孙”云雷纹连弧纹镜 2 枚和“居摄三年”（公元 8 年）纪年铭漆盘。因此推测Ⅰ式年代为公元前 1 世纪后

半的西汉晚期。 

Ⅱ式的大连营城子 76号墓为平面呈甲字形的土圹竖穴墓，墓室西侧出土了带具、兽形钮鎏金铜印和玉剑璏等。发掘报告推

断该墓属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并很有可能是新莽时期[60]。刘金友认为带具扣孔的弧度存在从大到小的演变轨迹，推断该例

属于东汉[61]。寿春刘延墓的被葬者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阜陵质王，殁于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安乡刘弘墓的墓主，是卒于

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 年）的镇南将军刘弘。推测Ⅱ式年代以 1世纪的新莽至东汉前期（光武帝—和帝）为主，其中安乡刘弘

墓例的出现较为突兀，中间或有未发现的事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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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D 型带具 

1.榆树老河深 105 号墓带头（105︰16-1)2.榆树老河深 105 号墓带扣（105︰16-2)3.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矩形銙 4.土默特

左旗讨合气墓带头 5.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马蹄形銙 6.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带头 7.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带扣 8.和林格尔鲜卑墓

带头 9.和林格尔鲜卑墓马蹄形銙10.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4)带头（24.174.6)11.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4)带扣（24.174.7) 

 

图六//马蹄形带具的编年及型式间关系 

Bb 型带具焊接金珠的数量没有 Ba 型多，或意味着焊接技术稍稍落后。因此推测 Bb 型比后者稍早抑或是平行关系，属于西

汉晚期。 

C型中只有洛阳夹马营东汉墓的年代确定为东汉晚期。王正书根据上海博物馆藏例的铭文进行考证，认为该例或为东晋时期

的遗物[62]。尽管关于纪年铭文存在争议，但纹样构图和安乡刘弘墓例相似，属于西晋的可能性大一些。因此 C 型年代大致为东

汉至西晋。 

D型中的扎赉诺尔 1号鲜卑墓，出土的中原系遗物有漆器、四神规矩镜、写有数行“如意”的织锦等。四神规矩镜一般盛行

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或认为与新莽时期盛行的谶纬思想密切相关而大量出现[63]。孙机将该墓例以及吉林榆树老河深 105 墓

例归为两汉之际，呼和浩特地区的和林格尔另皮窖墓和讨合气墓出土例的年代是东汉[64]。因此推测 D 型为两汉之际到东汉时期

的遗物。 

四、背景和意义 

从生产流通的角度来看，马蹄形带具经历了制作→流通→使用→废弃（埋葬）这一动态过程。上述型式及编年分析使得型

式间的关系跃然纸上，下面依照这一过程进行探讨。 

1.制作 

鉴于飞马纹和野猪纹等纹样题材的特殊性，以及制作技术的复杂性不如中原地区出土的带具，因此推测 D 型带具应该是由

游牧民族制作的。其余金银制带具利用复杂的技术，推测在汉王朝官营背景下才有条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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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形带具最早在汉帝国区域出现的是 AⅠ型，利用锤揲工艺打制出虎纹等纹样。北方草原特有的北山羊出现在带具上，意

味着汉帝国迎合游牧民族而制作，抑或是刚吸收这类带具，处于尚未将其汉化的早期阶段。锤揲工艺最初出现于西亚，公元前 2

世纪末传入汉王朝中原地区。河北满城 1 号汉墓（公元前 113 年）出土的银质马面
[65]
，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北山羊纹金饰

件[66]，均为较早使用锤揲工艺的事例。该工艺与汉文化的蟠龙纹相结合，制作出了 AⅡ型马蹄形带具。 

焊接技术也是在西汉中期从西亚传入汉帝国[67]，公元前 1 世纪后半开始用于制作马蹄形带具，从而产生了 B 型带具。焊接

金珠和金线的技术渐趋成熟，走龙纹与焊接技术的结合使汉帝国的带具制作别具一格，脱离了早期游牧民族的桎梏。降至东汉

魏晋，焊接技术广泛用于金银装饰物的制作。例如扬州邗江甘泉 2号东汉墓（67年），出土了焊接金珠的灶形胜（M2︰60）和龙

形金饰件，其中龙形饰件的纹样和马蹄形带具的龙纹造型相同（图七）[68]。此外该墓还出土了王冠形金饰件和玻璃器，经成分

鉴定得知应是西亚地区的舶来品
[69]

。可见该时期的汉帝国，先后将西亚的锤揲及焊接工艺运用于包括带具在内的金银饰件制作

中。 

 

图七//扬州甘泉 2号东汉墓出土焊接工艺品 1.灶形金饰件 2.胜形金饰件（M2︰60)3.龙形金饰件 

2.流通 

马蹄形带具的空间分布，以新疆、云南、内蒙古和朝鲜等汉民族周边区域为主，少量玉带具出现于洛阳。其中 D 型带具大

致呈线状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至内蒙古中部，契合了宿白考证的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
[70]

。且带具上出现的飞马纹，与《魏书》

记载拓跋鲜卑迁徙时有飞马引路的传说相呼应。 

汉帝国在中原制作的 A 型和 B 型带具，却散见于当时的边郡地区，反映了中央与边郡的某种联系。以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

和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进行说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兵临滇国并增设益州郡，赐

滇王王印。晋宁石寨山 6 号墓出土了“滇王之印”，旁边 7 号墓出土了马蹄形带具。云南广南地区在该时期是句町国的中心区

域，广南牡宜遗址出土的多座木椁墓的被葬者或为句町王族[71]，其中 4 号墓腰坑出土了马蹄形带具。推测彼时汉帝国征服西南

夷之后，伴随着中央舆服印绶的发放，该类带具作为威信的象征物分发给句町国和滇国的统治层，包含羁縻地方和分而治之的

政治意图。 

3.使用 

孙机还原了马蹄形带具的系结方式[72]，兹不赘述。西汉时期制作的马蹄形带具，迄今并未见有内部诸侯王使用者，降至东

汉方才出现，并产生了玉带具。从这个现象推测，西汉中央生产的该类带具仅分配给边郡地区的统治层，而内部诸侯王并不使



 

 9 

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常见长方形动物纹带具，因此猜测该时期带具的使用存在严格的双轨制，即外部边郡的统治层使用马蹄

形带具，内部的诸侯王使用长方形动物纹带具。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渐渐融入汉帝国内部的服饰制度中，玉带具的出现意味

着该类带具完全汉化。 

4.废弃及埋葬 

马蹄形带具的材质，暗示了使用后丢弃的可能性较低。并且迄今所见的考古资料，大多数发现于墓葬中，表明被葬者会将

生前拥有抑或是死后被赏赐的带具一同随葬。洛阳夹马营东汉墓出土例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玉带具等，韧性低，或不用于日常使

用。推测东汉至西晋时期，生产玉质等无实用功能的马蹄形带具专门用于随葬。 

结语 

根据上面的探讨，关于汉晋时期的马蹄形带具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锤揲工艺制作的马蹄形带具滥觞于北方游牧

民族，汉帝国在公元前 2 世纪末开始制作。第二，从西亚传来的焊接技术在公元前 1 世纪后半用于马蹄形带具的生产，并和汉

文化的龙纹相结合，使得带具制作臻于成熟。第三，西汉时期的马蹄形带具，出于羁縻的目的专门分配给边郡的统治层。第四，

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发展为专门用于随葬的礼制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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